
6 考 古 2026年8月20日·考古专刊

谈及严文明先生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
判断，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重瓣花朵”模型。
他把中国新石器文化区的结构比喻成一朵花：
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围绕中原文化区的甘
青、燕辽、山东、江浙和长江中游文化区为“第
一重花瓣”，更外围的区域为“第二重花瓣”。这
种富有诗意又准确反映中国新石器文化格局
的比喻一直备受学界瞩目。

这一“重瓣花朵”模型最早发表在《中国史
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
3期）一文中。这是严先生引用率最高的一篇论
文。由于该模型强调中原的“花心”和特殊地
位，一般认为其与苏秉琦更早提出的“区系类
型”学说略有不同（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
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 年第 5
期），有时会被归入“中原中心论”或“新中原中
心论”的行列（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中原
文物》2002年第3期）。

当然，论者基本都注意到，严先生的“重
瓣花朵”格局是建立在中国史前或新石器文
化多元说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他的文章中有
明确的表述。比如，他批评，“在一个时期，某
些学者又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
作用。这种倾向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更发展
成了所谓中原中心论，把其他地区的文化成
就都看成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似乎只有中
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他
还提及，“中国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中
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但是他确实又强调，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原的文化比较发达，
其次是它的周围地区，再次是边境地区。但文
化发展是能动的，所以这种差别在不同时期
也是变动的”。这一表述虽然略微突出中原史
前文化相对较发达，但又强调这种差别是随
时间变动的。应该说，这种观察大体还是符合
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事实的。

在这篇文章中，严先生真正突出中原文
化区特殊地位的地方在于强调其文明起源和
形成的领先性。他提出，“由于中原地区的史
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于核心位置，易于
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个方
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
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文中类似的表述还
有，“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
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
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文
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各
文化区，第三层即最外层各文化区进入文明
的时间甚晚”。

这种认识是特定学术背景的产物。这篇论
文最早在 1986年 6月在美国弗吉尼亚艾尔莱
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
际研讨会上宣读，写作时间可能更早。在当时，

反映周边地区社会复杂化或文明起源个别因
素的重要遗存尚未发掘或公布。在已有的资料
中，严先生关注到中原龙山时代陶寺遗址出现
了随葬品达一两百件的大墓，同时注意到良渚
文化个别大墓（如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等遗
址）随葬较多的玉璧、玉琮，但是由于将良渚文
化视为“龙山时代”，其与中原以陶寺遗址为代
表的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至少无明显
内容上和时间上的优势。

实际上，早在 1959年，大汶口遗址就发现
一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墓。这些墓葬的年
代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及庙底沟二
期文化。早在 1965 年，苏秉琦先生即据此提
出，在仰韶文化后期，东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超过了中原地区，并对中原地区产生较大影
响（《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
1965年第1期）。严先生在论述中原与周边新
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水平高低，没有突出大汶口
墓地的材料。

1986年至 1990年间，良渚文化的瑶山、反
山人工堆筑的高台祭坛及墓地、红山文化的牛
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秦安大地湾仰韶晚
期F901“原始殿堂”、龙山文化朱封大墓以及石
家河古城等遗存陆续被发掘或公布出来。此时
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良渚文化主体年
代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即仰韶文化晚期到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如牟永抗：《试论良渚文
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
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年；
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
物》1992年第3期］。

1992年，综合新的发现及研究进展，严文
明先生发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
1992年第1期），首先对良渚文化的年代做了
部分调整，即将良渚文化早期置于仰韶文化后
期（含庙底沟二期），但仍将良渚文化晚期纳入
龙山时代，其次提出仰韶文化后期以来的中原
和周边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是相当的。文
中强调，在仰韶文化后期，中原地区和周边地
区“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
也是相通的”。对于龙山时代，严先生专辟很长
的一段话来讨论这一问题：

“中原地区是夏商周文明先后发生和发
展的地区，按照逻辑推理，中原龙山文化似应
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更高，但
考古发现的情况并不能证明这一点。究其原
因不外是两条：一是考古工作做得不够，一些
代表当时最高发展水平的遗迹和遗物还没有
被发现；二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本来
并不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更高，那种中原
文化从来就比别处发展水平高的观点并不符
合客观实际。夏商周文明的产生是一个很复
杂的现象，既有当地历史文化的基础，也有邻

近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激发，并不完全是
当地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中
原龙山文化似也不会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
的发展水平更低，否则在那样的基础上产生
夏商周文明是不大可能的，已有的一些考古
发现也大致能说明这一点。”

在这段话中，严先生以一种特殊“否定”的
表达方式，谨慎地提出，龙山时代周边地区文
化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相当，并以“先
进文化”的身份“影响和激发”了中原地区，催
生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这种对中原地区史前
地位的判断，显然与 1987 年强调中原的核心
地位有着较大差异。此时，在文明起源和形成
问题上，也不再强调中原地区“最早进入”或

“起领先和突出作用”，而是认为“中国文明不
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严先生虽然将良渚文化早期年代明确提前，但
是在比较时，仍将良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
龙山时代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周边地
区在文明起源出现时间上的优势。

到了 1997年，严先生在写作《东方文明的
摇篮》时（载《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
社，2000年），关于史前时期中原及周边地区地
位差异问题又有了新的表述。他说，“我过去曾
将中国史前文化形容为一个重瓣花朵，因为在
史前时期，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虽不明显，但
地理位置还是比较适中；而山东地区、燕辽地
区、江浙地区和长江中游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
文化发展水平同中原相比都很接近。如果说当
时确实存在某种核心的话，那就应该是包括以
上各区在内的重瓣花朵的内圈，也就是黄河、
长江这个大两河流域。燕辽地区现在虽然不属
黄河流域，但历史上黄河是从现今的海河入海
的，那时的黄河流域自然也可以把燕辽地区包
括在内。这是一个大的核心”，到了二里头文化
时期，“一个大体上是平等的多元一体格局正
向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发展”。

由此可见，此时严先生对于史前时代中原
“花心”地位的判断，仅保留“地理位置”上的意
义，不再突出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这层含
义，而是强调中原和第一重花瓣的区域都是核
心，而且是“平等”的关系。只有到了二里头文
化时期，中原才成为独一无二的“核心”。这种
提法，实际上非常接近后来许宏的观点，即认
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中心才开始形成
（《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历史研究》
2020年第5期）。

综上所述，严文明先生有关中国史前文化
格局的判断，是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推进不
断发生变化的。在论及相关问题时，不应把目
光局限于 1987 年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型，而
应以发展的眼光把握其具体观点的变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长筒罐是仰韶晚期一类特殊器类，目前
主要见于运城盐湖附近，以往在盐湖东北角
汤里至夏县东北部的青龙河一线有一些发
现，其用途尚不明晰。

近年来，盐湖附近十余处滨湖遗址调查
发现大量长筒罐，引发了我们的新思考，特
别是盐湖岸畔显著的区位特点，也为其功能
辨识提供了直接证据。

“长筒罐”最早见于1980年夏县东下冯遗
址的发掘，当时复原一件，编号H227:2，现
藏于运城博物馆，相关发掘报告中首次以“长
筒罐”命名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
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J].1983
年第1期：68-69.），直口、斜深腹、平底，通
体饰绳纹，口径15厘米、通高40.3 厘米，同
坑伴出方格纹圆腹罐，年代相当于仰韶晚期偏
早阶段的半坡四期阶段（朱延平. 山西夏县东
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读后[J].考古，1984年第9
期：833-836.）。此后这类长筒罐断断续续有
一些面世，1994 年西阴村遗址第二次发掘，
发表了一件篮纹红陶长筒罐，口径6.8、底径
9.2厘米。2022年运城市盐湖区汤里遗址出土
多件仰韶晚期红陶长筒罐，饰绳纹或篮纹，其
中H19：2通高50厘米、口径15厘米 、底径7
厘米 、器壁厚1厘米。2022年至2023年，夏
县辕村遗址亦出土有此类长筒罐。目前发现的
这些长筒罐，根据总体特征至少分为两类，A
类为斜直腹，口底径之比 2∶1 ，如运城汤
里、夏县东下冯出土的两件；B类为直腹，口
底径比值接近3∶2，夏县西阴H37：1为此型
代表（图1）。

在近年盐湖附近调查发现的十余处仰韶
遗址中，这类长筒罐发现概率极高，普遍采
用泥条盘筑，口部压印绳纹，胎内流行掺杂
少量白色石英等碎屑，所在遗址均紧邻盐
湖，区域土壤盐碱化严重，并非最佳择居区
域，结合这类器物出土位置及环境，推测其
与早期盐业产销活动相关。同时，长筒罐器
身修长，腹部深达 40～50厘米，器底面积较
小，不足 10厘米，受火面小，难以快速均匀
受热；而陶胎主要为泥质，仅掺杂零星石
屑，并不利于高强度炊煮；再结合口大、底
小、斜直腹的特征，推断其应为日常盛储
之用。

目前已知的世界各地早期制盐，普遍采
用熬卤工艺，也有人工集卤烘晒蒸发的，在

生产体系中形成了一批大同小异的专用陶
器，其中，厚胎夹砂盆、釜、碗用于熬煮卤
水，大口瓮、罐用以盛储，镂孔陶器承担卤
水过滤功能，带流器用于加注卤水。除此之
外，还发现一类专用筒形陶容器，区别于熬
煮、过滤等器具，多用于盛放湿盐、焙制盐
锭及成品储运，这类器物造型简洁实用，无
二次加装的复杂口沿。如保加利亚东北部普
罗 瓦 迪 亚 河 沿 岸 铜 石 并 用 时 代 中 晚 期
（4700BC-4350BC） 的盐业遗址中，常见的
一类圆柱形陶罐，大小不一，大者有高达 20
多厘米的，小者仅高数厘米。2BC-1BC的法
国塞耶河谷有一类大口深腹陶杯，通高大于
10厘米（勒洪·奥利维尔.法国摩泽尔塞耶河
谷的制盐遗址.欧洲铁器时代的一个原始盐业
生产中心. 李水城 罗泰主编. 中国盐业考古

（第 二 集） —— 国 际 视 野 下 的 比 较 观 察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50.）；略
晚一些的法国北海、大西洋沿岸及英吉利海
峡地区流行通高 10～15 厘米的平底筒形器
（李水城.国之大宝：盐业考古纵横.科学出版
社，2024：024-034.），7～11 世纪日本和歌
山县的田辺市立户和白浜町瀬户、奈良县西
大寺食堂院等地制盐遗址中，流行一类手榴
弹状筒形烘盐容器，通高一般在 20 余厘米
（佐藤健太.古代都城から出土する製塩土器
の生産地推定 [J]. 日本考古学研究，2022.
36（2）：39、47.），因其堆叠稳定、受力均匀
的柱状特性，在盐业生产中既用于制锭，也
有用于盐锭的烘烤潮解，亦作储运盐货之
用，因此，这些筒形器不仅见于生产地，也
有出现于远离盐货产地的内陆地区 （图2）。
从形制对比来看，晋南盐湖周边出土的长筒
罐，与上述域外食盐筒形储盐器类近似，只
是规格有所差异，其规整的长筒造型，适配
捆缚打包、集中转运的运输需求，且该类长
筒罐大量出土于运城盐湖湖岸地带，出土地
理环境与器物形制特征等信息，都指向两者
有着近似的用途。

根据保加利亚学者 Nikolov 的相关研
究，普罗瓦迪亚河沿岸盛储盐货的这类圆
柱形陶罐，干燥形成盐锭后，可能就是具
有不同“面值”的零售品。在 《古代都城
から出土する製塩土器の生産地推定》 相
关研究中，通过对日本西大寺等遗址出土
陶器掺和料对比和同期出土文献分析，确
认了筒形罐装储成盐从产地运往内陆官衙
的事实。

而现代盐场民俗资料，也可佐证相关认
识，尼日尔比尔马等地的传统盐场，至今仍
保留筒状盐坯加工的古老传统，凿空棕榈
木，外裹鞣制山羊皮，制成高 60～80 厘米、
口径20～30厘米筒状器，盛装重21公斤标准
盐柱，商队长途贩运至数百公里之外的法
希、达梅古等进行贸易，其所用筒状器与运
城盐湖附近形制类似，只是个体略大。

由此可证，晋南仰韶晚期这类长筒罐是
池盐产销的一类专用器皿，主要用于制锭、
储运及相关的烘烤潮解（图3）。而在盐湖附
近的运城汤里和夏县辕村、东下冯、西阴等
地点发现的此类长筒罐，也为早期食盐产销
方向的探索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仰韶晚期长筒罐功能刍议
张光辉

图2 世界其他地区古代盐业储运相关筒形陶容器

图1 运城盐湖附近发现的长筒罐

图3 尼日尔比尔马筒形盐模及脱模的盐柱

腰坑葬是指在墓的底部（多在墓
主人的腰部下面）另挖一个小坑，坑内
殉人、狗或放置随葬品的葬俗，史前时
期开始出现，商周时期最为流行，历史
时期仍有延续。史前时期的腰坑葬最
早发现于仰韶文化晚期，在豫东地区
的尉氏椅圈马遗址中发现一座腰坑墓
葬，墓主人腰部下方设有腰坑，坑内放
置一件陶钵。屈家岭文化至后石家河
文化这一阶段，腰坑墓葬数量增多，主
要分布于汉水中游地区，在淅川黄楝
树、淅川全岗、郧县青龙泉、房县七里
河、秭归县旧州河等遗址均有发现。淅
川下寨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史前腰坑墓
葬数量最多的遗址，该遗址所发现的
腰坑墓葬形制特点、腰坑内随葬品组
合及摆放方式等，对于探讨汉水中游
地区史前腰坑葬俗具有重要价值。

下寨遗址腰坑墓葬发现概况

下寨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
县滔河乡下寨村北，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时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于 2008 年至 2013 年对其进行了考古
发掘，发现仰韶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的
墓地一处。墓地共清理出墓葬 133座，
仰韶文化时期墓葬 59座，石家河文化
时期墓葬 74座，其中发现石家河文化
时期的腰坑墓34座，均为土坑竖穴墓，
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29座墓向朝
西，1 座朝东和 4 座朝北。腰坑墓的腰
坑形制特点基本一致，其位于墓主人
腰部（靠近盆骨处）下面，平面形状为圆形或椭圆
形，大小仅可容纳随葬器物，绝大多数腰坑墓仅
设置一个腰坑，仅M145发现两个腰坑，分别位
于墓主人腰部及股骨下方，腰部下方的坑内竖置
一件小陶罐，股骨下方的坑内竖放陶壶与陶钵组
合。所发现腰坑墓的腰坑内一般叠置两件陶器，
坑底部竖放一件泥质陶壶，其上正放一件底部刻
意穿孔的陶钵（仅1座墓葬腰坑内放置陶簋与陶
钵组合）。

从墓葬随葬品数量方面看（包括腰坑内随葬
品），下寨遗址发现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中，有
随葬品的腰坑墓数量远多于有随葬品的非腰坑
墓，同时腰坑墓的随葬品数量也多于非腰坑墓。
检索报告可知，墓向朝西的墓葬中发现有随葬品
的墓葬共 35 座，其中非腰坑墓 6 座，腰坑墓 29
座；此类墓葬共出土78件随葬品，其中腰坑墓出
土至少64件。墓向朝东的墓葬中仅发现1座有随
葬品的墓葬为腰坑墓，随葬品共 2件。墓向朝北
的墓葬中发现有随葬品的墓葬共7座，其中腰坑
墓 4座，非腰坑墓 3座；此类墓葬共出土 43件随
葬品，其中腰坑墓出土至少27件。腰坑墓随葬品
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差异性，多数腰坑墓的随葬品
在 2～3件，如M239仅随葬陶壶和陶钵，随葬品
最多的为腰坑墓M207，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
墓主人为50岁左右男性，除腰坑内随葬的陶壶、
陶钵外，还随葬石钺、石凿、石环、陶罐、泥器、蚌
器等 16件器物，墓底还发现有葬具痕迹。可见，
下寨遗址腰坑墓主人的整体财富要高于同时期
的非腰坑墓，但有无腰坑也并不是衡量墓主人财
富的唯一标准。

与汉水中游地区其他腰坑墓葬的关系

汉水中游地区除淅川下寨遗址外，发现史前
腰坑葬的其他遗址主要有：河南淅川黄楝树遗
址，共发现 3座屈家岭文化晚期的腰坑墓，腰坑
底部均竖放1件陶罐，罐口叠置1件陶豆或陶片，
其中2件陶罐内藏有婴幼儿骨骼。湖北郧县青龙
泉遗址，共发现腰坑墓 10座，其中 2座属于屈家
岭文化晚期，8座属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腰坑形
状都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内底部皆竖放1件陶罐
或高领罐，罐口上大都叠置1件陶钵（底部穿孔）
或陶碗，个别陶罐上面未放置器物；其中 2件陶
罐内藏有婴幼儿骨骼，1 件陶罐内藏有儿童骨
骼。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发现 1座后石家河文
化时期腰坑墓，腰坑为椭圆形，坑内底部竖放 2
件陶罐，两个罐口中间叠置 1 件底部穿孔的陶
钵；另有1座同时期墓葬，虽无腰坑，但墓主人盆
骨处随葬有陶罐和底部带孔的陶钵，两件器物上
下叠置。湖北秭归县旧州河遗址，发现 1座石家
河文化时期的腰坑墓，腰坑为圆形，坑内放置 1
件高领卷沿罐、罐内置一件泥质陶碗（碗中放一
条草鱼）。湖北郧县梅子园遗址，共发现7座石家
河文化时期腰坑墓，有2座墓的腰坑形状为长方
形，其余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内底部竖放 1件陶
罐或高领罐，罐口叠置1件陶钵或陶盘，仅1座腰
坑墓的陶罐上未放置器物。河南淅
川全岗遗址，发现屈家岭文化和石
家河文化腰坑墓各 1 座，腰坑内底
部均竖放1件陶罐，罐口叠置1件陶
钵或陶盘。

从上述情况来看，下寨遗址发
现的腰坑墓与汉水中游地区其他
遗址同类遗存既有共同特征，也有
差异性。共同特征方面,腰坑的形制
特点一致，位置都在墓主人腰部
（靠近盆骨处）下面，形状多为圆形
或椭圆形，坑内大小仅容下随葬器
物。坑内随葬器物都以两个上下叠
置的陶器为主，下部为容器，上部
多为盛放器。差异特征方面，主要
体现在腰坑内随葬器物的不同。下
寨遗址的腰坑底部都竖放陶壶，壶
口叠置底部穿孔的陶钵，陶壶和陶
钵内未发现其他遗物。其他遗址的
腰坑底部均竖放陶罐，罐口叠置陶
钵（多数底部有穿孔）、碗、盘或陶
片等器物，个别腰坑内除器物组合
外还发现有猪头骨或陶杯等随葬
品。此外，腰坑内也发现有仅竖放 1
件陶罐或 2个陶罐和 1件陶钵的现
象。最为特殊的是，其他遗址个别

腰坑墓的腰坑内陶罐中还发现有婴幼
儿或儿童骨骼，形制与瓮棺相似，有学
者认为这类腰坑墓是瓮棺和成人的合
葬墓，称为“瓮棺腰坑合葬墓”。

结合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腰坑葬的
特征不难发现，该区域史前腰坑葬的
腰坑与瓮棺葬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水
中游地区发现最早的瓮棺葬是在仰
韶文化早期下王岗遗址，到石家河文
化时期仍然盛行。该区域史前瓮棺葬
的墓坑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椭圆形、
方形等，形状大小仅略大于葬具。葬
具一般为 1～3 件，分为装殓器与棺
盖，装殓器物多为陶罐，也有瓮、鼎、
釜、尖底瓶等器物，棺盖多为钵、碗、
盆、豆盘、陶片等器物。汉水中游地区
其他遗址发现的腰坑墓，其腰坑的形
状特征和坑内随葬的陶罐和陶钵、陶
碗及陶片等器物组合，同该地区瓮棺
葬的瓮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尤其个
别腰坑内的陶罐中还发现有婴幼儿
骨骼。可见，腰坑内随葬的器物组合
实为瓮棺。下寨遗址史前腰坑墓的腰
坑内随葬的陶壶和陶钵，虽不具备装
殓尸体的实用功能，但坑底放置陶
壶，壶口上叠置底部带孔陶钵的器物
组合及其摆放方式，仍具有浓厚的瓮
棺风格，是一种冥器化的瓮棺，更多
凸显的是其代表的内涵。

总体来看，下寨遗址的腰坑葬与
汉水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至后石
家河文化时期腰坑葬俗的共同性大于
差异性，尽管腰坑内随葬器物的组合

不同，但都体现出完整的瓮棺形制。因此下寨遗
址发现的腰坑葬应是在继承汉水中游地区史前
腰坑葬俗核心观念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演
变，葬俗形制更具统一性，弱化了腰坑的实用功
能，凸显其象征意义。

下寨遗址腰坑葬功能探析

关于史前腰坑葬功能的相关问题，郭志委、
李英华、杨华等多位学者已进行过讨论，主要有
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汉水中游地区史
前腰坑墓是瓮棺与土坑墓结合的合葬墓，合葬中
的成年个体与未成年个人存在血缘关系，最初来
源于女性难产，让婴儿顺利转生，逐渐成为一种
特殊的合葬。第二种观点认为史前腰坑墓的腰坑
与祈求女性再繁衍和灵魂不死观念相关。第三种
观点认为史前腰坑墓的腰坑属于墓葬奠基仪式
的一部分，同房屋或城墙等建筑设施下用婴幼儿
奠基的性质相同。

从上述讨论可知，下寨遗址以及汉水中游地
区其他遗址所见史前腰坑墓，其腰坑所体现的是
一个完整的瓮棺形制，因此在功能上应与瓮棺相
同。瓮棺葬的产生是古人“灵魂崇拜”和“再生”观
念的具象化。瓮棺的底部或棺盖常有一个刻意的
穿孔，一般认为是方便灵魂进出的通道，正如云
南永宁地区纳西族在安葬死者时，他们“把骨灰
袋底部剪开，或抽出底线，使口部和底部均与外
界相通。他们说这样便于灵魂出入，在地下扎根，
通往阴间。”郭立新认为瓮棺葬是古人对再生的
模拟和象征，瓮棺象征受孕的子宫，瓮棺底部或
棺盖上的钻孔，不仅代表灵魂出入的通道，也象
征着新生儿降生的阴道。下寨遗址史前腰坑墓的
腰坑，普遍设置在墓主人盆骨及其周边的下方，
该位置正是人体的生殖器官区域，也是新生命降
生之处。新生命的诞生也伴随着新的灵魂出现，
意味着灵魂也是从此处出入外界。所以下寨遗址
腰坑墓将腰坑设置在这个区域，就是方便灵魂通
过此处进入腰坑。腰坑内随葬的陶壶和陶钵组合
正好作为灵魂的寄居和转生之所，而陶钵底部刻
意的钻孔便于墓主人的灵魂从身体进入转世的
空间内，促使墓主人转世再生。

结语

葬俗，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不同的
葬俗反映了人们对生死观念的不同解释。下寨遗
址的史前腰坑葬应是这一时期先民们对“灵魂崇
拜”和“再生”观念的产物，通过在墓主人腰部设
置腰坑以及在腰坑内随葬“瓮棺”形式的器物组
合，以实现墓主人灵魂不灭或再生的愿景。此外，
汉水中游地区其他遗址发现的史前腰坑葬与下
寨遗址的史前腰坑葬，虽然在腰坑内随葬的器物
组合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的葬俗特征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表明了这一时期下寨遗址先民们
的丧葬观念仍继承了该地区的核心丧葬思想。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下寨遗址腰坑墓M239平剖面（左）及腰坑内随葬器物组
合1.陶钵、2.陶壶（右）

青龙泉遗址腰坑墓M237平剖面（左）及腰坑内随葬器物
组合1.陶钵、2.陶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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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重瓣花朵”理论
陈伟驹


